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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正义理论: 一种可能的建构*

王 南 湜

［摘 要］尽管马克思自身并未表述过一种系统的正义理论，但是在将历史唯物主义阐

释为兼容决定论与能动论、从而兼容规范性理论的前提下，我们能够通过马克思所构想的社
会主义社会之适合正义存在的条件而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由于这一正义理论
基于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原则，从而超越了近代道德哲学之完备形态的康德道德哲学，且由于

其基于人的自由发展原则而对不平等分配加以调节的理论进路，而比罗尔斯正义论的差别原

则在直觉上更为自然，从而也更为优越。比之社群主义道德哲学试图回到古代、从而陷入时
代错置而不具可行性，这一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论亦更为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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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意义

现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政治生活变迁，迫切需要正义理论的说明和引导，特别是需要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这是因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建设
需要理论支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中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关于当今中国
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便不能没有某种言说; 如果它对此没有一种言说，或者它只能提供一些无法切

中当今中国现实政治秩序建设，从而超越于现实可能性的理想性的言说，那就只能是默认了其他种言

说的有效性而甘愿自废武功。在这当中，特别重要的无疑是关乎政治生活之基本原则的正义理论。因
此，当下的根本性问题便是: 马克思有无一种正义理论，若有，是什么样的正义理论? 若无，是尚

无，还是不可能有? 若是尚无，是否可能有一种正义理论? 若可能有，则其基本原则是什么?

鉴于马克思有无一种正义理论，尚有争议，且主张马克思有一种正义理论者，亦多是在超越正义

之正义理论的那种理想性政治哲学意义上说的，而非在通常正义理论意义上讲的。故这里所意欲建构
的能够切中现实政治生活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就不是指对于已经现成地存在于马克思著作中的正义理

论的阐释，而只能是基于马克思思想中已经存在的一些能够规定正义理论的元素，在一种可能的意义

上的建构。

要建构一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如下问题: 马克思哲学

中正义理论成立之一般前提，这涉及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决定论与能动论之关系以使之能够兼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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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理论; 马克思哲学中正义及正义理论存在的条件，这涉及到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必然王国与自由
王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划分等问题; 马克思正义论之基本特征，这涉及到关于自我所有权，以
及与左翼自由主义及社群主义之关系;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涉及到正义理论关于

人类生活的形而上学设定等核心问题，以及马克思对此一问题的独特解决方式及其比诸其他道德哲学

解决方式的优越性等问题。

二、马克思哲学中正义理论成立之一般前提

当今中国哲学理论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局面: 一方面，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迅速发展亟需政治哲

学特别是正义理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现时流行的哲学理论似乎不能提供这样的支持。

这里所说的哲学自然是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行阐释。这种不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不仅直接体现
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有一个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有所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特别是缺乏一种能

对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的正义理论，而且更为致命的是，按照流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

定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理论支撑的。

诚然，已有许多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政治哲学，也有许多学者致力于论证马克思有一种正义理

论，还有诸多法理学著作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来定义法的本质和建构的自己的理论的。但是，如果我
们稍微认真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不能自洽的。这是因为，无论如
何，法和一般的社会道德是一套社会规范，用来建构或阐释这种规范的道德哲学、法哲学或政治哲
学，特别是正义理论，便只能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但任何规范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
非决定论性，即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基于人的意志的可改变性。在世界是可改变的前提下，谈论可规
范性才是有意义的。这又是因为，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非决定论性或可改变性意味着处在这个世界中
的人有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他的行动是可选择的，而不是全然被决定的; 但要做出选择，就需要据以

进行选择的准则，即行动的规范。在复数的主体存在的条件下，这种据以选择的规范更是必须的，否
则，社会行动便不可能存在。而道德、伦理、法律等便是据以行动的规范。显然，如果在一种理论
中，这个世界是决定论性质的，即不可基于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规范便既是无必要的，也是不可

能的。

因此，如果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决定论体系，则诸多法理学著作中的类似说法便是不

能成立的: 这类著作一般都会将法首先规定为某种意志的体现，但又会将意志规定为是由物质生活条

件所决定的。如大多法理学教科书都会将法的本质规定为 “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 “在任何阶级
对立社会，国家意志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接着又说 “无论是法或是它所体现的
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

移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意志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意志又是
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意志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从而也就是无须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
谈论法与伦理及道德之规范作用，便如同谈论对于自然规律之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的规范一

样，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在一种无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还要说这样的法是一种规范，不知还有什么
意义!

如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决定论体系，那么，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的争论中，那些认为马克

思是非道德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完全正确的。不言而喻，这样一来，艾伦·伍德等人认为马克思的著作
中，“不仅根本没有打算论证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甚至没有明确声称资本主义是不正义或不平等的，

或资本主义侵犯了任何人的权利” ( 伍德，第 3 页) ，也就是完全正确的了。这样一种理论观点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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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卸去了政治哲学或正义理论的负担，不用再为这些令人烦恼的理论困惑操心了。但这样一来，马
克思的理论就成了一种彻底的解释世界的体系，这又如何与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只是解释世界感到不

满，而声称要将改变世界作为其哲学的首要目标的主张协调起来呢?

还有学者如杰拉斯认为， “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但他自己不认为他是这么想
的”。( 杰拉斯，第 117 页) 罗尔斯也在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评论中赞同这种说法。他写道: “在这
一问题上我同意诺曼·杰拉斯 ［和柯亨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的。另一方面
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在那么做。” ( 罗尔斯，2011 年，第 349 页)

倘若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便是一个并未意识到或常常忘记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他无

法使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描述与道德谴责兼容起来。由此可能得出的结论便只能是: 马克思要么有
一种正义观念，但与其科学理论是不相容的; 要么，马克思对这一矛盾是毫无意识的，还自以为它所

谈论的东西是完全自洽的。显然，这种说法把马克思描述为一个要么是自相矛盾的、要么是自以为是
的人，这就完全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的通常理解，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如果要说马克思有一种政治哲学或正义理论，就必须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以便说明在

马克思那里，改变世界是如何可能的，从而规范又是如何必要的。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流行的将事实与价值彻底二元分割的实证主义必须抛弃，而且基于一种实体

性的历史目的论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亦无济于事。那么，有无可能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做一种后黑格尔
主义式的阐释呢? 事实上，的确有人做了这样一种尝试，这就是柄谷行人在其代表作 《跨越性批
判———康德与马克思》中所做的工作: 透过康德去读马克思，透过马克思去读康德。通过这种双重
“透过”，柄谷行人试图对马克思作一种既不同于第二国际以来的实证主义阐释，也不同于源自卢卡
奇的黑格尔主义解释的理解。

人们一般认为，《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结构，是一种黑格尔式辩证方法的体现。但柄谷行
人不这么看: “说《资本论》的叙述形式与黑格尔相似，那只是一种错觉而已。”毋宁说，马克思的
立场，“类似于站在休谟和莱布尼茨 ‘之间’而同时试图对于两人予以批判的康德”。“《资本论》中
的经济学概念又绝非黑格尔那种在逻辑上自我实现的 ‘概念’。在其发展之中总是有历史性的事件先
行发展着的。” ( 柄谷行人，第 120、121、123 页)

柄谷行人的这一看法常常会被人们当作一种强调逻辑次序要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 “唯物主义”

常识而忽略过去。但这一看法绝不能被仅仅归结为那种让主观逻辑追随客观历史过程的庸常见解，而
是提出了一种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新的方式，那就是，先行发展着的历史性事件对于概念在逻辑上

“自我实现”的介入或中介。而这一介入或中介使得黑格尔的那种 “逻辑上自我实现的 ‘概念’”的
自我圆成或内在连续性被打破。这种概念的自我圆成或内在连续性的实质便是: “黑格尔陷入幻觉，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
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 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
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
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38 － 39 页) 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实在”与对
实在的理论把握并不是如在黑格尔那里那样，是合一的，其矛盾只是概念内部之矛盾，而是外部性地

并立或对待的。

正由于两个方面是并立或对待的，才可能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实际上的介入或中介。这种介入或中
介使得概念自身不再是一个自我圆成的连续体，而是成为不连续的，既双峰对峙，双水并流，而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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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勾连，交互渗透。这种思维与实在的并立或对待，意味着人作为观念活动的思维主体或理论主体与
作为实在活动的实践主体也在某种意义上是并立或对待的。在这种情况下，思维主体所把握的观念中
的世界与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实在世界便并非同一的。换言之，马克思所主张的政治经济学方式以及对
于黑格尔的批判意味着，《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 “实在主体”的决定论描述，其决定论性
质只是思维主体对于这一 “实在主体”的理论构造，而这一 “实在主体”自身仍是独立存在的，因
此并不能将之全然纳入这一决定论体系。

对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把握方式。这便是柄谷行人所推荐的取代黑
格尔的思辨方法的康德式的 “超越论” ( 国内学界以往通常译为 “先验论”) 的方式。这种方式要求
从“事前”与“事后”双重视角去把握对象。这种关于对象的双重把握方式，马克思也曾论述过。

他指出，与“当事人的日常观念”不同，“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是从事后
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2 页)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做了这样一种理解，在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世界并非

全然决定论的，是可改变的，那么，行动的规范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了，从而，我们基于历

史唯物主义建构一种正义理论也就是可能的了。

三、马克思哲学中正义及正义理论存在的条件

但即便我们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给了规范性理论一席之地，从原则上使得构造一种马克思主义

的正义理论成为可能，人们仍然可能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事实上并不能构造一种正义理论。其理由在
于: 不仅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不存在使得正义以及正义理论得以可能的社会条件，而且即便

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是不道德的指控，他所依据的也是一种超越了正义存在之主客观条件的理想

准则。如罗伯特·塔克便“坚持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正义的理想，因为正义
是对抗的平衡，而共产主义是对抗的消除”。( 塔克，第 939 页)

一些国内的学者，亦有类似的看法，认为马克思虽有一种正义理论，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正义理

论，而是一种“超越正义的正义论”。但十分清楚，这种“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只是顶着一个“正义
论”的名称，实际上与休谟以及罗尔斯意义上的作为关于自然之不足的规范性补救措施的正义理论
是不相干的，因而此类主张对于证明马克思有一种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也是不相干的。因此，要想证
成马克思的正义理论，首先便要证明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是有着正义存在的条件的，从而

是需要正义规范以及正义理论的。这样，我们就须从正义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上来进行考察。

关于正义存在的条件，当是最先由休谟比较系统地加以论述的。他写道: “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
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 ( 休谟，第 536 页) 尽管人们对休
谟的这一说法有种种批评，但应该说这一规定大致上还是站得住脚的。二百年后罗尔斯在其 《正义
论》中也基本上采用休谟的说法，便颇能说明问题。罗尔斯同样认为: “只要人们对中等匮乏条件下
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 ( 罗尔斯，2009 年，第 98 页)

那么，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又怎样呢? 马克思对未来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在不同时期做过不同

的设想，其早期设想与晚年的最终设想之间甚至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而决不可将它们视为一个连

贯的整体性理论，并笼统地加以引用，好像马克思的思想不曾发生过变化似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
之设想，与我们这里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在其早期思想中，人的自由即自我实现是可以实现于生

产劳动领域之中的，不仅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如此，在被认为是已臻于成熟的 《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亦是如此。而在晚年的《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则认为生产劳动领域中的活动是为

·21· 《哲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



人的自然需要之外在目的所驱使的，“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
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 或称“自由人联合体”①) ，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
自由王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6 － 927 页) ，则处于这一必然王国的彼岸，这两个
王国之间的关联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工作日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增长而此消彼长的。

与之相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划分: “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
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前一社会中，“消费资料在各个
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4 页) ，即按劳分配这一平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 同上) ; 而在后一社会中，“才
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同
上，第 305 － 306 页)

初看起来，对未来社会的这两类划分是颇为不同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划分似乎是共时性

的，而“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划分则似乎是历时性的。但是，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彼岸的
自由王国是建立在此岸的必然王国中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而生产力的发展是历时性的，则 《资
本论》手稿中的这种划分也就具有了历时性的性质; 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虽
然是两种极为不同的分配方式，且按需分配亦有可能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实现，则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划分也就具有了共时性的性质。这样，我们
就可以把马克思的上述两种划分以某种方式对应起来，即将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
处的“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与作为“资产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领域对应起来，而将自由王国与按
需分配领域对应起来。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对应，就可以说，这两种类型的划分都既表达一种历时性的
社会状态，又同时表达一种社会状态中的两个共时性存在的层面。

如果我们关于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两种类型划分的这种对应性阐释能够成立，则可以进一步得出

结论: 既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仍处于 “按劳分配”这种 “资产阶级权利”原则之
下，且既然“按劳分配”之实行是由于社会财富不足以实行按需分配，即社会仍处于中等匮乏和利
益冲突的条件下，那么，这种社会状况就是符合前述正义存在的社会条件的。而 “按需分配”的共
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则是超越了正义存在条件的。这也就是说，作为对于这一存在进行说明或阐释的
理论的正义理论也就自然是这一社会所需要的。就此而言，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
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能够且需要有一种正义理论，只意味着从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中能够无

矛盾地建构一种正义理论，而并不是说现成地存在着一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真的能够构建这样一种正义理论，它能否切中现实，即对于现实政治生活有其意义，还是需要予

以说明的。

四、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之基本特征

如果马克思能够有一种正义理论，它就如同任何一种正义理论一样，必然也有其基本预设或者说

基本原则。那么，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预设或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前面在论及马克思理论中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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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特征，马克思写道: “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
人劳动力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5 页)



在满足正义之存在条件时曾指出，他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一

层面的结构，而是一种双层结构，即至少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

与自由王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两层面划分都是存在的，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两个层
面在社会生活总体中所占比重是有差异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由这种双层结构便可推

知，基本人性的结构也必定是双层性的。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就人作为必然王国中一名成员而言，

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便是“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
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正如马克思所言: “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
国”。所谓必然王国，所指的是这种物质生产是 “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这种 “由必需和外
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而不是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那种 “真正的自由王国”。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6 － 927 页)

在这一领域中，既然人所从事的只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这种 “自利”的活动，则这
种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也就只能是 “自利”的，从而在中等匮乏条件下，人们对于财富或利益便必定
会提出互相冲突的要求。而正义便正是对这种自然的不足的一种补救措施，即以某种正义原则去规范
人们的生活，以使之能够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共处。

以何种方式去证成这种作为补救的正义规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政治哲学史上的各家各派皆有不

同的原初理论路数或基本出发点。那么，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路数或基本出发点是什么呢? 从马克思在
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来看，我们可以同意夏皮罗的观点，那就是马克
思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是源自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 ( 参见夏皮罗，第 122 页) ①。这是说，马克思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预设了自我所有权原则的，否则，对于资本家作为剥夺者对于工人的剥削的批判便是

没有依据的。按照这一理解，如果自我所有权理论构成了对于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的前提，那么，一个
不可避免的结论便是这一理论必然是马克思理论观念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也自然地构成了马

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建构消除剥削的正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当然，马克思是否认同或在某种意义上接受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或者，马克思是否应该接受

洛克的这一理论，学界是有争议的。人们反对接受这一原则，有各种理由，但一个根本性的理由便是
此原则不仅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同时也可用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辩护，如柯亨便是由于

诺齐克基于这一原则对于平等的反驳而反对接受这一原则的。

的确，如果预设了自我所有权，固然是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不同于从

基于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的批判，而是从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资产阶级权利的原则来批判

资产阶级，这无疑比从外部批判要有力量得多。马克思在其全部理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应
该说是明确无误地表明他是预设了类似于洛克的劳动创造价值故劳动者应拥有全部价值的前提的，或

者说，洛克的作为劳动创造所有权的权利原则在这里至少被默默地预设了。在洛克看来，一个人无疑
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利，并由此可推导出通过自己身体的劳动而对劳动产品拥有权利的结论。显而易
见，如果不预设这一原则，所谓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即对于工人权利的侵犯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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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需要注意的是，夏皮罗在同一页还写道: “洛克的个人权利观依赖其神学获得它的连贯性，一旦他的神学
消失不见，一个尖锐的问题便会产生: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信奉自我所有 ( self-ownership) ?”这一点对夏皮
罗来说，涉及到他在该书第五章要讨论的道德的任意性问题; 而对马克思来说，则涉及到其既不同于亚里士

多德也不同于康德的独特的目的论问题。



但是，这种接受会带来十分严重的理论后果。这是因为，一旦洛克的权利原则在马克思这里构成了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便会带来诺齐克的问题，那就是自我所有权的承认意味着对各个人

天赋能力差异的承认，从而便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于由这些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的承认。换言之，这种自
我所有权通过劳动这一中介便理应延伸到“所有者对他们的东西拥有完全的支配权，或对他们的财产拥
有绝对的使用权、拥有权、转让权和收入权”(克里斯特曼，第 22 页)。但由于人们之间种种能力和机
遇的差异，基于这种自我所有权原则必然导致人们收入的极大差异，即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合理

化: “任何权利的范畴，都不可避免地属于合理化了的不平等的范畴”。(夏皮罗，第 119页)

如此一来，同一个自我所有权理论，便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又似乎可以用来为资

本主义的不平等辩护。正如柯亨所指出的，马克思通过剥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状
态的设定都离不开对自我所有权原则的运用和承认，因而诺齐克从自我所有权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辩护事实上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更大的困扰，这种困扰远比诺齐克本身针对的平等自由

主义者因此受到的困扰要大得多。

因此，要维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当性的批判，要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为平等和共享的价值

维度做出正当性的辩护，就必须对诺齐克的资格权利理论给予批判式的回应，就必须对其理论的前提

即自我所有权进行弱化甚至消解。但同样明显的是，柯亨的这一对自我所有权理论的弱化或消解，对
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其代价是太高了。因为这一消解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否定劳动价值论，进而否
定剩余价值论和剥削理论，而剩余价值论如恩格斯所言，乃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甚至有学者认

为是马克思思想成熟之唯一标志。果若如此，舍弃了建基于自我所有权理论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则
马克思何以为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何以为马克思主义? 故我们必须另觅出路。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看，即按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

无疑也是预设了洛克劳动创造权利的原则。这是因为，若无这一预设的话，按劳分配便不能说是被证
明为合理、正当的分配原则; 进而，也只有按照自我所有这一原则，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价值
原则上才得以成立。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只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
则，但另一方面又明确声言，这一原则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原则之缘由。就此而言，尽管在某种意义
上，这一权利原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享有的价值原则，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按照马克思的

观念，只有在消除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这一价值原则才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贯彻，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原则则受到了私人所有的严重破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正是
基于这一价值原则的; 而消除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值得欲求，也正是因为它能够完全地实

现这一价值原则。

在此意义上，罗尔斯以下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不会说马克思是一个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者，

如同他自己必定不会那么说一样。但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符合他
的观点的”: “ ( a) 首先，对马克思的这种看法符合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 “ ( b) 马克思并不认
为，应当要求那些天赋较高的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及对那些天赋较低的人的福利做出贡献———来
挣得起更大的消费份额”; “ ( c) 这一态度与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相一致。它
是……一个在其中人们彼此不具有严重利益冲突，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且劳动分工已经被克服
的社会”。( 罗尔斯，2011 年，第 381 － 382 页) 但同样十分明显的是，罗尔斯对马克思的阐释是有问
题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这里需要分辩的是，罗尔斯认为，“马克思似乎把这种不平等当作某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避
免的事物接受下来……我们必须等待经济条件的改变”; 并质疑道: “我们为什么只能等待经济条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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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社会为什么不能接受 ( 比方说) 一种诸如差别原则那样的原则，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等，并且

对激励手段加以调节，从而使得那些拥有较高天赋的人为那些拥有较低天赋的人的利益而工作?”经过
一番考察，他认为“马克思会拒绝差异原则和与此类似的原则”，而他则认为“我们必须引入诸如差异
原则或其他这类措施，以便在较长的时间内能够维持背景正义”。(罗尔斯，2011年，第 380 －382页)

罗尔斯推断马克思必定会静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拒绝他在其 《正义论》中所建立的差异
原则之类原则，其理由看来是基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不加分别的笼统理解而形成的，因而并无多

少说服力。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思想是有过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的。毫无疑问，由于
各个人能力的先天差异，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际上仍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而是必

定会形成一些无法避免的差别。如何论证这种差别的不可避免性、抑制这种差别的必要性，以及抑制
程度的合理性，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一种类似于差别原
则那样的东西来作为抑制这种不平等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中不能有或者不能兼容这

类原则。

当然，如果马克思理论中可以有这类原则，那也必定是出于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很不相同的根

据，否则，马克思将无以区别于罗尔斯。马克思与罗尔斯的一个根本差别便是: 马克思基于自我所有
权原则而承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为“天然特权”，而罗尔斯则
将之归属为共同的财富。既然在罗尔斯那里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为共同的财富，他便由此可以方便地引
入某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差别原则; 而马克思既然承认天赋的差异为天然特权，便不能由此而引入差

异原则，而只能以别的理由引入某种方式对这种不平等加以抑制。而这意味着，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解决
比罗尔斯的解决方式在逻辑上更为困难，因为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从自我所有原则合乎逻辑地导

出对于这一原则的限定这样一个看上去几乎无法合乎逻辑地予以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从自我所有权出发去构建其理论的，但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并非

单一层面的，而是双重层面的，即一方面，人作为现实的存在者是以生命的自我持存为首要目的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批判地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以及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认为人类存在是以

自我完善为自然趋向的。因此，人类的需求不仅是满足其自然生命存活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更是自
身全部潜能的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独特之处是对人类实现自身能力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进行了科学的
探讨，指明了理想性层面得以实现的程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获得特定

程度的实现。马克思曾经设想作为人类之终极理想的自由王国及其存在的一般条件。马克思曾写道，

对于自由王国的实现而言，工作日的缩短是关键，但工作日的缩短受限制于生产力发展的资源状况和

消费需求的有限程度。而这两个条件在今日似乎都显示出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不一致: 一方面，资源
的有限和环境的承受力似乎使得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成为不可能; 另一方面，基于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

求有限从而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的设定，在当今消费社会狂潮面前似乎

也难以坚持。这使得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王国理想似乎难以实现，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这种理想性
层面都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应是没有疑义的。

这样，这一难于实现而又为人们所永恒向往的理想便尽管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目标，但仍可作为一

种超越性的理想而引导人类趋向理想社会。在现实社会中，基于自我所有权原则，我们必须实行按劳
分配; 而基于自我实现原则，我们则应该对按劳分配的后果做某种调整，以使得不平等得到某种程度

的抑制。这与罗尔斯所引进的差别原则就效果而言是有相通之处的，但就其理论依据而言，则大不相
同。也就是说，只有以自我实现的目的论为预设，才能够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按需分配对按劳分配介入
的合理性。基于此原则，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价值原则上得以成立。就这一原则是对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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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完善论或自我实现理论的继承而言，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又与当今作为新亚里士多德

主义的社群主义有相近之处。

五、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道德哲学基础

我们前面对比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阐释为一种洛克式的现代政治哲学原则与

亚里士多德式的古代政治哲学原则之整合。这一阐释固然一方面使得这一正义理论具有能够切中现代社
会之原则，另一方面亦使得它能够区别于现代自由主义之正义理论，但并未指明马克思是如何将这根本

上对立的古今政治哲学原则合理地整合起来的。如果不能说明这一点，则我们所建构的马克思的正义理
论将会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原则与古代政治哲学原则的折中主义的混合物，虽然似乎能够消除自我所有

权原则带来的为不平等辩护的诺齐克问题，但缺乏一种理论所必需的基于单一原则的合理性演绎证明。

如果我们不能表明在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中，自我所有权原则与自我实现原则能够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则推

演出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建构便不能说是成功的。换言之，如果将源自古代道德哲学之人的圆
满或自我实现的层面引入基本价值原则之中，则如何与自我所有权相协调，便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理论问

题。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这种建构，探讨基于马克思思想是否能够建构起这样一种更为基本的原则。

前面关于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对于自我所有权原则与人的自我实现原则的一种综合，或者说，是对

于现代政治哲学原则与古代政治哲学原则的一种整合的命题，意味着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原则正是马

克思的政治哲学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而马克思所面对的这一古代道德哲学原则与现代道德哲学原则之间
的不可避免的紧张，事实上也正是现代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所一般地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一根本性问
题在古代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中是尚不存在或尚未被意识到的。这便涉及到现代道德哲学的一般特征问题。
“古代伦理学讨论区别于现代伦理学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它表达关于行为的常识道德判断时使用
的是一般概念而不是特殊概念。德性或正当的行为常常只被看作一种善，因而按照这种道德直觉的观
点，当我们试图使自己的行为系统化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这种善同其他种类的善的关

系。” ( 西季威克，第 127 － 128 页) 相似于西季威克这类论断，亦可在罗尔斯、麦金太尔、施尼德温
等人的道德哲学史著作中见到。( 参见罗尔斯，2003 年，第 4 － 5 页; 麦金太尔，第 67 页; 施尼德
温，第 4 页) 他们所说的核心之点是古代道德哲学把正当从属于一般的善，而现代道德哲学则将正
当分离出来作为首先要追问的对象。

这些说法表明，道德观念以及作为道德观念之理论表达的道德哲学，在古今社会生活的转变中，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之点是从古代的目的论转变为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道德自治论。

这一转变也带来了道德哲学论证上的特殊困难。对于古代哲学的目的论来说，既然人作为目的论世界
中的一种存在，它的存在就是实现其内在本质，从而也就规定了其道德原则; 而现代道德既然是自治

的，那么，就无法方便地从自然目的论提出说明道德规范之原则。源于这一论证之困难，现代道德哲
学分裂为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理论进路①。但无论何种理论进路，都必须基于道德自治这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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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施尼德温在其《自律的发明: 近代道德哲学史》便是如此安排其论述思路的。 ( 参见施尼德温，第 8 － 14
页) 吴彦亦指出意志论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及康德对两者的综合是其理解康德法哲学之框架: “我所设定的理
解框架就是源自中世纪后期的一个争论: 意志论 ( voluntarism) 与理性主义 ( intellectualism) 的争论。”由于
“这两个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让人满意”，康德的“根本目的就旨在调和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一方面是
批判意志论的经验主义理解，另一方面是批判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理解”。( 吴彦，第 176 － 179 页) 若从贯穿
于西方历史中的希腊文化传统与希伯来文化传统的内在张力 ( 理性主义与意志论之间的张力便是其体现) 来

理解，这当是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解框架。



的前提，说明道德主体与道德原则之关系。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自然亦必须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既然如前所述，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是对
于现代道德哲学原则与古代道德哲学原则的一种综合，那么，如果我们从同样作为一种综合了古今道

德哲学原则的康德道德哲学入手，就可能获得一个可资参照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综合是如何可能

的。但问题是，这种调和是如何实现或如何可能的，是否由此构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意志主义，又不同
于理性主义的新的道德形而上学原则，却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因为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康德的道
德哲学属于义务论，是与作为一种后果论的目的论截然不同的，而且康德自己也将理性主义与功利论

等一起归入他律的道德理论加以挞伐。那么，当我们说康德道德哲学是对于作为目的论的理性主义的
综合时，是必须对此做出合理的说明的。

对于康德哲学中目的论思想的理解，赫费的阐发颇具启发性。在其早期的著作 《实践哲学: 亚
里士多德模式》中，赫费就指出: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康德的意志伦理学 “是两个模式，它们各
自反思人行为的一个方面，一个反思行为的确定，另一个反思行为的遵循。人行为的一个完整模式唯
有把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方能出现。就此而言，康德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并非是两个相匹敌的
伦理学，而是两个可协调的伦理学”。( 赫费，2011 年，第 9 页) 而在 《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
判〉———现代哲学的基石》一书中，他更为明确地指出: “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把目的思维及目的论
看作是古代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残余。迫切需要修正的是: 公认的现代思想家康德则多方面
运用目的概念。” ( 赫费，2008 年，第 321 页)

当然，对于道德哲学而言，需要论及的是一种道德目的论，而非只是自然目的论。这是因为，如
博格所阐释的那样，“自然在实践中逼近自己的终极目的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表明，道
德目的论是必需的，而康德对道德目的论的架构正是通过追问创造的终极目的来实现的……康德想法
是: 如果我们认为作为整体的自然具有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这样来思考其存在的依据———自然仿
佛是某个创世者创造的。当我们思考可能是什么理由促使了创世者的创造，我们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
就被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所约束。但理性在实践运用方面的从上至下的特征意味着对道德目的论的约
束是先天的: 道德目的论源于我们实践理性的结构。因此，康德问: 假如我们能够创造全宇宙，我们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愿意创造怎样的世界?” ( 博格，第 109 － 110 页)

对康德的这样一种阐释，不仅说明了其道德目的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的构成性的实体目的

论，而是一种基于主体，基于理性的调节性的目的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目的论

的改造，使得道德哲学中长期存在的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张力，得以消解或者至少被极大地削

弱。基于这种阐释，人们便不难理解，康德之将意志规定为实践理性之意蕴①。如果我们将亚里士多
德的目的论称为一种实体性目的论的话，康德的这种目的论，由于排除了感性的质料，似可以称之为

形式性目的论。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康德通过一种形式性的目的论，在某种意义上将意志主义与理
性主义两种传统统一了起来。

那么，这一综合是如何可能的呢? 康德的综合如博格所言，“康德断定人是客观目的……只有理
性存在者才在客观的意义上是价值的终极源泉或内在目的”。于是，“道德关怀是就人而言的。而人
有自由行动和依据道德行动的能力，有不受制于自然本能去独立确立目的的能力”。而 “目的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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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博格的这种阐释，以往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并非一致的康德关于“绝对命令”几个公式之间的关系，也能
够得到合理的理解。( 参见博格，第 9 － 32 页) 此外，奥尼尔和赫尔曼也对“绝对命令”几个公式之间的等
价性做了颇为有意思的论证。( 参见奥尼尔，第 316 － 357 页)



所有目的的统一和谐的整体……目的世界的规定是: 追求自己的实质目的的每个成员，不能利用、阻
止或漠视他人对可被允许的实质目的的追求。” ( 博格，第 21、26 页)

那么，康德之将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统一起来的形式性目的论方式，是否能够对我们理解马克思

对于古今道德哲学原则的综合提供某种启示，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从康德的综合方式过渡到马克思的

综合方式呢? 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建构起一种类似于康德式的目的论的话，这种过渡就应

该是可能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或者不如说是真正的理论障碍，便是将目的论与马克思绝对隔离开来的
一些思维定势。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思维定势，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是有着自己的目的论思
想的。

我们且看马克思这一说法: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
地方才开始”;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
始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6 － 927 页) 这段引文的可注意之处在于其中的 “作为
目的本身”和“外在目的”这两组概念。如果为了维持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指
向的只是“外在目的”，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内在目的，那么，我们怎
么能说马克思没有自己独特的目的论思想呢?

如果康德是基于其形式性目的论而将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综合起来的，且马克思那里亦有一种类

似于康德的目的论，那么，从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观念出发去说明马克思的综合便应该是一个可行的理

论进路。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目的论与康德的目的论是根本不同的，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两者之间
同样存在着根本的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把人作为目的本身，尽管两者对于人的规定是不相同的。

其次，两者都将目的王国视为尚未存在而要通过人们的行动使之成为现实的事物，尽管两者对于人的

行动之本质有相当不同的理解。最后，从方法论上看，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两者都通过预设目的王国
作为有限存在者的终极理想而将目的王国之存在法则与自律的意志关联起来，即在自律的意志与实践

理性的法则之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就为将古今道德哲学原则综合起来奠定了一个深层的基础。

当然，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目的论与康德的目的论只是有相似之处，而在根本上是有重大区别

的。如果说康德的目的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的实体性目的论，是一种主观的形式性目的论，那
么，马克思的目的论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人的能动性存在的实践目的论或生存目的论。这样一种目的论
固然不同于康德目的论对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于宇宙神性预设的纯粹虚化，将之仅仅视为一种单纯的

主观性原理，而是立足于人的能动性现实存在这一基点之上，从而也就赋予了其目的论以某种意义上

的实在性，但又是仅限于人类实践性存在的实在性，而并未贸然回归到亚里士多德那种超越性的实体

性目的论上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站在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

具体而言，从马克思的实践目的论中能够推论出 “自由王国”中的最高道德原则是: “代替那存
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 但现实的人类不仅仅属于 “自由
王国”，而是同时不可避免地是属于 “必然王国”的，且这一必然王国构成了自由王国不可或缺的基
础。那么，在这样一种非理想的现实条件下，人类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既然 “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构成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人类终极理想的条件，且人类必须首先通过生产劳动获得
物质生活资料才能生存，才能够从事发展自身能力这一目的本身的活动，那么，生活资料的领有与获

取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便应该内在地关联起来且平等地分配于全体社会成员。这也就是说，一方面，

每一个人都应当平等地获得其能够发展其能力的一份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获取生

活资料贡献自己的劳动，而不能坐享其成，剥削他人的劳动，即所谓的 “不劳者不得食”。这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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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资料的领有与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便应当内在地关联起来，即将生产劳动作为领有生活资料的

条件。而这便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规范性原则: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由 “按劳分配”亦可
推出隐含于其中的“自我所有权”原则来。

根据自我所有权原则，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便是承认 “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
等的工作能力”为“天然特权”。但毫无疑问，这种 “天然特权”会带来不平等的生活资料的领有。

这种不平等从“自我所有权”原则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但从自由王国这一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来
看，则是不合理的。既然人类生存的终极使命是创造一个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
“真正的自由王国”，而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只限于维持自身的生命存在，那么，这一现实的必然王
国对于理想的自由王国而言，便在此意义上只是从属性的，因而依据这一终极的目的王国的每个人都

获得平等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规范，对这种从属性的必然王国中的不平等进行限定或调控，便是必要

的、合理的。否则，任这种不平等发展，便是与人类构建的目的王国的使命相违背的。当然，这种限
定又是基于社会发展水平的有限的限定，而不可能走向一种纯粹的平等主义。

这样，我们就基于一种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的实体性目的论和康德的主观的形式性目的论的批

判性改造，并与之根本不同的生存目的论而建构了一种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道德哲学基础。在这一道德
哲学中，从一个方面看，作为目的王国的自由王国构成了终极原则，而自我所有权原则则从属于这一

原则，并从前者那里获得其合理性根基，从而使得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具有一个单一的基本原则; 但从

另一个方面看，由于人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存在物，自由王国的终极原则对于其现实生活只是一种理

想，因而就只能有一种调节性作用，而不能直接行使构成性的作用，而只能让自我所有权原则在现实

生活中行使其建构性作用。

六、当下的结论与可能的进一步结论

从以上讨论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我们的阐释中，马克思以一种近于康德而又不同于康德的方式综

合了古代道德哲学原则与现代道德哲学原则，建构起了一种基于单一的基本原则的道德哲学体系，而

不是一种折中主义的理论混合物。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上述讨论中进一步提出以下可能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比

之其他正义理论更为优越的理论。对此可简要说明如下: 如科尔斯戈德所言，现代道德哲学在康德的
“自律”观念中，达到了一种理论的完备化形态 ( 参见科尔斯戈德，第 21 页) ，从而康德的道德哲学
可被视为是对于其前以及其后诸流派道德哲学的真正超越，那么，由于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在某种意义

上不仅是对于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改造，而且克服了康德道德哲学无法说明道德规范之古今

不同或历史性变迁这一非历史性之重大缺陷，即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道德、政治生
活与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则能够提供这种说明，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或道

德哲学不仅比康德的道德哲学原则更为合理，而且对于其他现代道德哲学而言，也是更为优越的。

比如，它与一些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理论，如诺齐克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相比，便是有着明显的优

胜之处的: 马克思正义理论之基于目的王国而对于基于自我所有权而带来的对于不平等加以调节的原

理，比之诺齐克之类自由至上主义对于不平等的辩护，无疑是更为合理的道德哲学原则; 马克思之基

于目的王国而对于基于按劳分配而导致的不平等的调节，比之罗尔斯基于将人们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为

共同的财富这样一种不自然的原则而进行的调节，在直觉上也要更为自然一些。相比于现代自由主义
的批评者社群主义而言，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也是更为优胜的。这是因为，尽管如前所述马克思比康德
更多地汲取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比康德距离亚里士多德要 “更近”一些，但这种 “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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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走到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社群主义那种程度。尽管社群主义在对现代社会道德的批判上自有
其独到之处，但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哲学那里，奉行一种早已失去了生活基础的道德哲学观

念，却陷入了时代错置。

当然，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对这一可能的进一步结论只能给出极为简单的说明，而要将之证

成，则需另行系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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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A Possible Construction

Wang Nanshi

Marx did not systematically express a theory of justice. However，when we interpre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ccommodating determinism and activism，and hence as accommodating a normative theory，we can
construct a Marxist theory of justice based on conditions in socialist society anticipated by Marx.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rinciple of moral norms，this theory transcends Kant＇s moral philosophy，which is the
completion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Because it tries to adjust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good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human beings＇ free development，this theory is intuitively more natural than and hence superior
to Ｒawls＇s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addition，this theory is established in modern social life，making it mor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han the communitarian moral philosophy which tries to return to ancient times and
therefore falls into anachronism.

On the Production-Consumption Views of Ecological Marxism

Xu Qin

Due to its critical view of modern production-consumption systems，ecological Marxism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thought，connecting the essence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to a specific mode of production. It carries out a multifacete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production-consumption via the concept ofalienation of labor，and through
this analysis proposes certain corresponding transformational projects to realize its main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Due to the lack of social realism in its basic orientation，the main theoretical defect of
ecological Marxism is its subjectivism and romanticism. By exploring ecological Marxism ＇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judging its basic results，several positive references and indications will be obtained
with which to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develop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bate over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Things and Knowing and Doing: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shi ( Human Affairs)

Yang Guorong

The mind is based on shi ( human affairs) ，just as a thing is disclos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affairs.
The meaning which is grasped by the mind is embodied in the world of meaning，and this world of meaning
manifests as a humanized being which differs from the product of pure mental activity. Mind and thing are
unified on the basis of human affairs while the separation of mind and thing is the result of discussing them out
of human affairs. It is necessary，for the sake of going beyond the above separation，to take human affairs as
the background when we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thing. The interaction of mind and
thing also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The activity of the mind is connected with
knowing while the change of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thing is based on doing. Mind is linked up with thing
through human affairs，and similarly，knowing is connected with doing based on human affairs. Action 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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